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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宗旨，因为他们以毕生精力搜集、考订、辨正史料，“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
法。亭林、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，是最近代的: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。”①可见傅氏心目
中的新历史考证学，根基还在于清代考据学。只不过在吸收清代学者之长处的同时，他主张还要进
一步扩张研究的材料和研究的工具，这自然是现代历史学对于科学的史学研究的要求。
可以说，以新历史考证学为代表的民国人文学术，在精神和方法上都与清代学术一脉相承，很多

学术论题，像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、胡适、顾颉刚、傅斯年、钱穆等大师所做的具体考证工作，
不少都是清代学者所提出而未完成的学术命题。尽管有学者认为:“近代学人所指称的清代学者的
治学方法，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用后来的一般科学常识观念观察理解的认识，未必合于清代学术的本

相。”②但这并不妨碍清学对民国学术有重要影响的基本判断的形成，即使民国学者对清学的估价可
能有误解的成分，可大家共同关注于此，反恰说明清学的巨大魅力和现实价值所在。

要重视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

郑大华 (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)

我们研究民国思想文化，离不开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。学人群体的大量出现，是民国时期思
想文化界独有的风景。清末多是政治团体，而很少学人群体，如保皇会、政闻社等各式的立宪政团
体、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、同盟会等各式各样的革命团体，这都是政治团体，就是国粹派，也是一身
而二任，既是政治派别，又是学人群体。而到了民国时期，除政治团体外，大量的学人群体出现，学术
界通常都把这些学人群体称之为“什么什么派”，如“新青年派”、“东方文化派”、“现代评论派”、“甲
寅派”、“学衡派”、“新月派”、“独立评论派”、“新路派”、“村治派”、“中国农村派”、“战国策派”、“新
观察派”，如此等等，大约有二三十种之多。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会出现这么多学人群体呢? 我认为有
以下几方面的原因:

首先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，尤其是留学欧美学成归国者成为民国学人群体的主要

组织者和参与者。据李华兴主编的《民国教育史》的估计，清末至民国我国官费或自费到欧美日本留
学的学生至少在 10 万人以上(有学者估计是 30 万人)。③ 除极少数滞留未归外，这 10 多万留学生绝
大多数学成后都回到了国内。1937 年的《清华同学录》，收录留学生 1152 人，其中学成归国者 1131
人，回国率高达 98%以上。④ 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“什么什么派”，基本上都是以留学生为中坚形成
的。与清末的保皇会、政闻社、同盟会等政治团体的成员比较，民国时期学人群体的成员有以下不同
特征:清末政治团体的成员大多是 1880 年以前出生的，和那时的中国人一样，他们出生后接受的是
传统教育，学习的是儒家四书五经，其中不少人还考取过进士、举人、秀才的功名，后因时代的变化，
他们顺时而为，通过种种方式(如短期的出国留学，或上国内新式学堂，或自学)，学习了一些西学，掌

握了一些西学知识，但程度十分有限，没有也不可能对西学有系统深入的了解。故他们属于新旧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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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，带有明显的“新旧杂糅”特色。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，或
多或少已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取向和特质，如认同和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观、进步观、国家
观、国民思想，以及立宪或共和的政治制度，但同时又和传统的士大夫一样，是“通才”而非“专家”，
尤其是经济上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。
民国时期的学人群体多为 1890 年后出生的学者，其成长过程遇到了科举制的废除和清王朝的

被推翻，新式的学校教育已取代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教育，读书的目的也已不再是获取功名。他们中
的不少人除了在国内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外，还留学欧美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，对西方学术文化

比较了解并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社会职业，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知识分子。陈谦平对“独立评
论派”学人群体的分析显示:“在 32 位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中，有 31 人留学过欧美，占总人数的
96. 87%，其中留学美国者 27 人，占 87%，19 人获得博士学位，留学欧洲 4 人，1 人获得博士学位;6 人
是理工科教授，26 人是人文社会学科教授，其中政治学 9 人，经济学 5 人，史学 4 人，文学和教育学各
2 人，哲学、法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各 1 人。”①

其次，民国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复杂，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，加

速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及学人群体的结合。不同的阶级、阶层和政治势力围绕“中国向何处去”这个
根本问题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，并展开过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斗争。这为民国时期学人群体的
大量出现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。以思想文化为例，我曾在《民国思想史论》一书中指出，1840 年鸦
片战争之前，中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单一，主要是封建主义文化;1840 年鸦片战争后，中国产生了新的
资本主义思想文化;民国建立后，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。
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指出，民国时期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思想文化:帝国主义文化、半

封建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。毛泽东以五四运动为标志，将中国新文化分为“新民主主义文化”和
“旧民主主义文化”两部分，“旧民主主义文化”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、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
一部分;“新民主主义文化”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、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;“殖民主义
文化”是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后而出现的、以灭绝中国文化为目的、更具有反动性和落后性的文
化。多种性质的思想文化的存在，决定了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比之清末乃至整个晚清也都更加
尖锐、激烈和错综复杂。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民国时期思
想文化斗争的错综复杂实际上是民国时期政治斗争尖锐激烈的反映。民国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，从
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取向出发，对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、中西文化冲突进行冷
静思考，对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，从而提出了精彩纷呈、各具特色的方案。为了充分
表达自己的方案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，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以创办同仁刊物的方式，结合成民国时

期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性学人群体。
再次，民国报刊业的发达，为新式知识分子结合成志趣相投的学人群体和自由表达自己的主张

提供了极大便利。中国近代的报刊，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创办的，是西方近代文化传入中国的产
物。徐松荣的研究显示:“1898 年到 1911 年，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 200 种以上。其中
上海最多，达 80 种以上，杂志多于日报;其次是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天津、长沙，北京、广州都在 30 种以
上。”②中国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，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。据《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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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录》的记载，1921 年全国有报纸 1134 种。① 此后，报刊的发展更是空前。据相关资料统计，民国时
期报刊业非常发达，仅中共创办的报刊就有 4505 种;全国报刊达到 6 万种左右。
为什么民国时期报刊业这么发达? 我觉得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，是由于民国时期有着相对宽松

的办报办刊环境，有着自由创办报刊的空间。民国时期报刊业的发达和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，
为民国学人们结合成思想志趣相投的学人群体提供了基本条件，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相对优厚的经

济收入，使他们有能力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创办同人刊物，从而形成一个个学人群体。如《新青年》之
于“新青年派”学人群体，《现代评论》之于“现代评论派”学人群体，《新月》之于“新月派”学人群体，
《战国策》之于“战国策派”学人群体，《观察》之于“观察派”学人群体，如此等等。
最后，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也是形成民国学人群体的重要原因。我们前面讲到，民国时期维系

学人群体的纽带是共同的思想取向或学术旨趣。但为什么一些具有相同思想取向和学术旨趣的新
式知识分子或学人并没有结合成一个学人群体? 比如，独立评论派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学人群体，但

并非所有自由主义新式知识分子或学人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。所以，除了思想取向和学术旨趣外，
其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也是形成学人群体的重要因素。我们以“学衡派”学人群体为例，分析民国时
期的学人群体是怎样形成的。“学衡派”学人群体的形成始于《学衡》杂志的创办，而《学衡》杂志的
创意始于梅光迪。梅光迪是 1911 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赴美的，初入威斯康辛大学，1913 年转入西
北大学文学学院学习，1915 年春毕业。是年夏，与胡适、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在绮色佳城度假，彼此讨
论中国文字与文学问题，两人发生激烈争论。不久，因柯瑞恩介绍，得读白璧德的《现代法国批评大
家》，惊为圣人复生，遂入哈佛大学研究院，专攻文学。作为白璧德的第一位中国门生，梅光迪完全接
受了乃师的新人文主义学说，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继续就中国文字与文学问题与胡适展开论战，最后

将胡适“逼上梁山”，公开举起“文学革命”的大旗。1917 年胡适学成归国，投身新文化运动并“暴得
大名”，成为新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后，仍留在美国的梅光迪也在积极的“招兵买马，到处搜求人
才，联合同志，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”，一决雌雄。不久，经原清华同学施济元的牵线搭桥，
梅光迪结识了也在哈佛留学、同为白璧德弟子的吴宓。1919 年 10 月，梅光迪学成归国，先任南开大
学英文系主任，翌年，应留学美国西北大学时的同学、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的邀请，转任东南
大学英文系教授。
在东南大学，梅光迪先后结识了和他一样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的胡先骕(留美，东南大学生

物系主任)、柳诒徵(曾游学日本，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)、邵祖平(东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师)等人，并
与上海中华书局约定，由梅氏等人编辑一份名为《学衡》的月刊，交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。他还通过
刘伯明征得东南大学校方同意，聘请远在美国的吴宓回国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。1921 年秋，吴宓
入东南大学英语系任教。此时，《学衡》杂志已由刘伯明、梅光迪等人发起，并主持筹办。吴宓到校
后，即接手具体的编务工作，并在他的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体社员大会。出席会议
的除吴宓、梅光迪和刘伯明外，还有胡先骕、萧纯锦(留美，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)、徐则陵(留美，东
南大学历史系主任)、马承堃(暨南大学教授)、柳诒徵、邵祖平，共 8 人，除马承堃，其余 7 人都是东南
大学的老师。会议决定了杂志的体例，分为通论、述学、文苑、杂俎、书评和附录 6 门，并推定梅光迪、
马承堃、胡先骕、邵祖平分别为通论、述学、文苑、杂俎各门的主任编辑，吴宓为杂志的总编辑兼干事，
具体负责杂志的编务及日常事宜。后来虽然又陆续增补柳诒徵、汤用彤为干事，缪凤林为副总编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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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实际上编务工作自始自终都是由吴宓 1 人承担。
经过几个月的筹办，1922 年 1 月《学衡》第 1 期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。从 1922 年创刊到 1933 年

停刊，据不完全统计，《学衡》共发表文章四百多篇，先后为《学衡》撰文者(包括译文)达百人以上，其
中撰稿较多者有柳诒徵(55 篇)、吴宓(42 篇)、缪凤林(24 篇)、景昌极(23 篇)、王国维(20 篇)、胡先
骕(18 篇)、张荫麟(14 篇)、刘永济(12 篇)、林损(12 篇)、汤用彤(8 篇)、郭斌龢(8 篇)、刘伯明(7
篇)、孙德谦(7 篇)、徐震堮(6 篇)、梅光迪(5 篇)、胡稷咸(4 篇)、吴芳吉(4 篇)、王恩洋(4 篇)、李思
纯(3 篇)、刘朴(3 篇)、陈柱(3 篇)、叶玉森(3 篇)、杨成能(3 篇)等。这些人既是《学衡》杂志的主
要作者，也是学衡派学人群体的中坚力量。
考察这些学人的资料，可以发现这样三个特点:(一)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，如刘伯明、梅光迪、

吴宓、胡先骕、汤用彤、刘朴、张荫麟、郭斌龢等都曾留学过美国，其中不少人还是白璧德的学生。
(二)他们大多是东南大学和清华学校的师生，更确切地说，前期主要以东南大学为主，总编辑兼干事

吴宓转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后，则变为东大和清华并重。(三)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，有的还是学
贯中西的著名学者。如王国维是著名的国学大师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，在国内外享有
崇高的学术地位;刘伯明、梅光迪、吴宓、胡先骕、汤用彤等是东南大学教授，其中刘伯明是著名哲学
史家，梅光迪、吴宓是西洋文学史家，吴氏还是著名的红学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者，胡先骕是著
名的植物学家，中国植物学会首届会长，柳诒徵是著名的史学家，他撰写的《中国文化史》直到现在还
非常有名，汤用彤是佛学史专家。吴芳吉是西北大学教授，著名的诗人。缪凤林和张荫麟分别是东
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，历史学家。如此等等。以上这三个特点，实际上反映的是“学衡派”学人群
体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。我们要研究“学衡派”学人群体，就必须对它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
进行深入的研究。

(责任编辑:左玉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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